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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 

自 1978 年 12 月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总体上包括两

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积极利用西方开放的商品消费市场，推行出口导向

型贸易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这一政策达到顶峰；二是积

极利用外资，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

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促进出口还是利用外资，都离不开一种稳定的

国际货币作为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商品市场和生产市场）的媒介。为了实

现上述两大目标，中国选择了一项利用美元进而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政策，

积极搭乘美元体系的便车，即封闭人民币流出国界，不鼓励人民币发挥国际

货币职能，而是主要使用美元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币种。这一

政策既帮助中国实现了促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双重目标，又有利于中国防范

金融和货币风险，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但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逐渐

意识到“美元便车”的不安全性和不便利性，希望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为此，中国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货币外交活动，在全

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面均有所作为，同时辅之以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从

而使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实现了从体系依赖者向体系改革者的华丽转变。本

文将详细分析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发生转变的表现和原因，同时也试

图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进一步推动有利于自身安全、利益和权力的制度

改革（简称“改制”）和制度建设（简称“建制”）提供粗略的路径建议。 

 
一、搭乘美元体系的便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既是美国霸

权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同样也是美国凭借超强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

共物品。尽管这一公共物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开始出现“私有化”

的特征，但总体而言，美元体系维持了战后国际货币关系的稳定，促进了战

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1979 年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也

开始主动参与美元体系，将美元作为自己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国际货币，

以享受这一“便车”所带来的各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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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体系的形成与演变 

1944 年 7 月，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挟二

战即将胜利之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英国的货币外交博弈中，取得绝对

的优势地位，美元被“黄袍加身”，其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得到各国

官方认可，一举成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际主导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实现了

由英镑霸权向美元霸权的转移，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其他发达国

家货币为外围的“美元体系”时代。①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建立了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成为美国捍卫美元体系的

关键制度工具。② 

与此同时，“1944 年体制”也建立了一种对美元的强大约束机制，由于美

元宣布与黄金按固定比例挂钩，美元的信誉得到了黄金的担保，美国在国际

货币体系中总体上扮演了一个“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y）的角色，即美

元作为一种稳定而优质的国际货币，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职能，③ 

处于中心国的美国对频频违背汇率稳定协议的外围国家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

容忍，并予以积极的金融援助。 

总之，霸权国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关系基础的美元以及由美国主导建立

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三驾马车”所构成的国际

经济制度体系，共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包括稳定的国

际金融和货币体制、完善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国际宏观经济的协调机制、

稳定和平的国际政治体系等。④ 此时的美国同时扮演着“世界财务经理”和

“世界警察”两个角色，帮助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国际经

济活动规模的迅速扩大。 

① 参见[美]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符荆捷等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 
② 参见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4-199
页。 
③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Charles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④  参 见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March 1986,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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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 

20 世纪 70 年代，三次大规模的美元危机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美元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完全建立在单边信誉基础之上的、不再

受到任何制度约束的、不可兑现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演变为一个

“纯粹美元本位”的信用货币体系。由于美元以固定价格自由兑换黄金的约

束机制不复存在，美国滥用货币特权就显得无所顾忌。① 美元霸权开始出现

了由“仁慈霸权”向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y）

演变。② 这种掠夺性表现在美国经常性地利用其货币地位对世界其他国家进

行“经济盘剥”和“政治压榨”，美元政策也更多地表现出自利的民族主义而

非利他的国际主义色彩。 

即便如此，凭借石油美元计价和结算权的牢牢确立、世界超强的军事实

力、美元霸权业已形成的市场网络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技术革命重建美

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反而被不断

巩固和强化。在 2008 年美国爆发危机之前，全球货币体系尚没有其他任何一

种货币比美元更具有担当国际货币的基础和能力。第一，美国是世界第一大

经济强国，并且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因而能够很好地维持其货币

流动性、提供持有和交易美元资产的便利性，这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可匹敌

的。第二，在国际市场长期的使用习惯和累积的经济效益下，国际市场对美

元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美元交易网络的规模遥遥领先，这也为世界

各地的美元持有者和交易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第三，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

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强国，为美元的持有者排除了许多非经济因素风险，各

国的投资者有理由相信，相比于其他货币，美元是最为安全的货币，从而赢

得了持有者最基本的信任。正因为如此，美元作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在战

后成为支撑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核心基石，即便欧元诞生后也难以挑战

美元的至尊地位。③ 而中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选择融入美元体系，并成为

美元体系的依赖者。 

①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 569. 
②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614. 
③ Ben S. Bernanke, “The Euro at Five: An Assessment,” in Adam S. Posen, ed., The Euro at 
Five: Ready for a Global Rol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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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走出封闭，实行对外开放，而开放的对象主

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对主宰当时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

体系，中国选择积极融入这一体系，其本质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支持使用美

元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关系上奉行对美元的追随战略，并不鼓励甚至

主动约束人民币国际化，也并不像欧洲那样谋求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区域货

币体系。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元的依赖战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外贸易、国际金融活动和对外直接投资中主要使用美元作为

计价和结算货币。自 1985 年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来，美元一直是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对外核算的单位；而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品、金融

产品和公开市场上非官方金融资本都主要使用美元计价，中国在跨国贸易和

直接投资中也大多使用美元结算。这不仅局限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在中

国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交往中都是如此。同样，这也不仅局限于石油等

战略性资源，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农产品、矿产等其他大宗商品也基本是使用

美元计价和结算。 

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外贸易额的 90%都以美元结算，只

有极少数是以其他币种结算。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美元信誉危机和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美元仍旧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

2014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也仅占跨境贸易总额的 24.78%，① 其余的

大多数仍使用美元结算。正因为对外贸易中美元的大量使用以及中国在对外

贸易中的长期顺差，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第二，在汇率政策上紧紧钉住美元，将美元作为人民币汇率主要甚至唯

一的参考标准。2005 年以前，美元一直是人民币汇率唯一的参考标准。从新

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外汇管理体制，到 1978 年改革开放

之后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再到 1994 年第三次外汇体制改革之后实行的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三种看似不同的汇

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单一钉住“美元锚”，

① 根据路透社报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计算得出。《背景资料：2014 年中国跨境贸易

及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量一览》，路透社，2015 年 1 月 19 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 
2015/01/19/idCNL3S0UV3FT20150119?feedType=RSS&feedName=option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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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作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标准。在 1995 年至 2005 年的十年时间内，

人民币基准汇价一直保持在约 8.3—8.2 人民币/美元的水平，① 而也正是这十

年奠定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雏形。 

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中国放弃与美元联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从原

来实际单一钉住美元更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来调节。② 但事实上，美元仍是

一篮子货币中最为重要的参考货币，其他币种几乎不能发挥重大影响，人民

币汇率仍受美元汇率的直接影响。到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

汇率再次与美元紧紧挂钩，直到 2010 年 6 月才重新开始有限浮动。由此可见，

尽管中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改革愿望，但美元仍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最为重要

甚至是唯一的参考货币。以美元作为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参考标准，意味着中

国必须奉行与美联储同步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元的依赖。 

第三，将美元资产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过去十年，中国国

家外汇储备增幅高达 369.7%，跃居世界第一。而在外汇储备构成上，中国政

府公开声明“以美元为主体，适度分散化”为原则的货币配置。根据国际清

算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元资产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占到 70%左右，欧元和英

镑约为 20%，日元约为 10%，而黄金却仅占 1.05%左右。③ 在外汇资产结构

上，中国大部分外汇储备也是投资于美国国债、联邦机构债券以及公司债券

等。在中国近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近 3 万亿是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

债占中国外汇储备的 32.4%，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④ 正因持有

大量美元资产，中国在货币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攸关方”。⑤ 中国亦可

①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整理所得。 
②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 16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 7月 21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si/ 
641/1375/13752/13752_.html。 
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统计数据计算，具体参见 http://www.pbc.gov.cn/ 
publish/html/kuangjia.htm?id=2014s09.htm。 
④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14 年 12 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12 443 亿美元，占总额 61 537 亿

美元的 20.46%，位居外国持有者第一位，具体参见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 
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⑤ 2005 年 9 月，美国时任常务国务卿罗伯特·B. 佐利克首次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

指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双方应该共同担负国际关系

领域中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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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美元崩溃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战

略竞争者的中国不仅不落井下石，反而积极协助美国渡过难关。 

上述中国对美元作为交易媒介、货币锚、价值储藏和储备货币等国际货

币职能的强力支持，映射出中国对美元体系的高度依赖，而中国的这种战略

选择既缘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显著优势，也基于中国的自身国家实力

和特定时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期，金

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完全不具备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基础性经济条件。此

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仍然选择依赖美元而非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源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意味着一个开放的金融

市场和自由兑换的货币环境，而这无疑会加剧金融风险。对于改革开放初期

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还是大规模引进外资来促进中

国制造业发展的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因而约束人

民币的国际使用，主动利用和参与美元体系，对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和实现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言无疑都是最好的选择。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

国得以置身事外，国内金融体系得以免受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中国以固

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核心的追随强者的货币战略。 

在这样的货币战略下，中国通过努力融入以美国商品和金融市场以及美

国货币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了

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① 首先，以美元作为对外贸易中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

币，为外国投资者和出口部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获

得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的广袤的出口市场。其次，通过将人民币汇率在较

低位置钉住美元，中国不但可以有效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护国内货币环

境的稳定，而且赋予本国产品以及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

① 林毅夫等学者虽然以比较优势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一部分，因为

使中国得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通过融入这个体系获得

了巨大的好处，而这种政策选择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林毅夫等学

者的解释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

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学分析，参见 Susan L. Shirk,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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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优势，提升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紧紧钉住美元一方面有效降低

了因美国货币政策导致的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元对欧元贬值，

又扩大了中国对欧盟地区的出口。① 再次，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以美元为主

的大量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到美国，确保了中国能在拥有强

大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规模，同时也确保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

增长。 

总之，在 2008 年之前，作为美元体系依赖者的中国，享受了美元作为国

际公共物品的各种“红利”，实现了促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双重目标，从而实

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二、作为“改革者”的姿态出现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10 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总量超

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进入一个

新的时代。作为一个逐渐成长并迅速壮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一改往日“沉

默小伙伴”的角色，开始质疑美元体系，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舞台上开展了

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货币外交活动，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

制”和“建制”努力中来。中国作为一个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者的形象越

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形象的改变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双

边层面和单边政策选择方面均有所体现。 

第一，在全球层面，中国积极进行“改制”努力。2008 年以来，中国通

过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包括货币

治理）的核心平台，争取到了更大的货币发言权。② 作为 G20 中的重要成员，

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外交，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全新的外交舞台上，中国首先积极推动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

扩展和地位提升，以此来分散全球储备资产对美元的单一依赖。2009 年 3 月，

① 宋国友：《中国对外金融战略从美元中心到货币制衡》，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8 期，第 38-39 页。 
② 参见崔志楠、邢悦：《从“G7 时代”到“G20 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134-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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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20 伦敦峰会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文提议，“创造一种与

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

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① 周小川

还提出，SDR 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该特别考虑充分发挥 SDR

的作用，着力推动 SDR 的分配，并呼吁扩大 SDR 在公共和私人市场上储值、

交易、定价的范围，以此来替代单纯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现行体系。

这种用“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现行“单一国际储备货币”的提议，将

矛头直指美元体系下美国的特权，此提议得到国际上的众多支持，并被普遍

认为是中国首次公开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② 

此外，中国还一直试图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IMF 将于 2015 年 11 月重新审核特别提款权，G20 成员可能将会对人民币加入

SDR 一篮子货币展开积极讨论，人民币极有可能被纳入 SDR 货币篮子。③ 这

将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一次重大突破，意味着人民币作为主要国际货币

的努力开始受到国际社会认可，也预示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增加。 

其次，中国致力于推动既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不断实现中国在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和人事权的扩大。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积极以“贡献者”的身份通过增资等途径着力提高在 IMF

和世界银行这两个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权。在中国的努力下，2010 年，

IMF 和世界银行曾做出份额权改革的决议。其中，中国在 IMF 中的份额权从

3.994%升至 6.390%，投票权从 3.803%升至 6.068%；④ 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这一世界银行的关键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升至 5.25%。⑤ 改革完

①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4200&id=279。 
② Daniel W. Drezner,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 39. 
③ 《IMF 可能积极讨论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环球网财经，2015 年 1 月 28 日，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5-01/5524314.html。 
④ IMF Finance Department, “Quota and Voting Shar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greed in 2008 and 2010,” IMF, March 3,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np/ 
sec/pr/2011/pdfs/quota_tbl.pdf. 
⑤  Corporate Secretariat of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Voting Power of Executive Directors,” World Bank, April 1, 2015, http://sitere 
sources.worldbank.org/BODINT/Resources/278027-1215524804501/IBRDEDsVotingTab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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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中国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上述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第三大

股东。 ① 但由于美国国会一直拖延表决，这项改革目前还仍然停留在纸

上。②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再次呼

吁 IMF 份额权改革，③ 表达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推动主要国际

金融机构人事权改革方面，继 2008 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

长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于 2010 年 5 月就任 IMF“总裁特别顾问”；

2011 年 7 月，朱民又获提名任 IMF 副总裁。中国不断增强在 IMF 的发言权，

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中，努力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④ 

第二，在区域层面，中国则积极进行“建制”努力。中国以金砖机制、

东盟“10+3”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三大区域性制度平台，努力推动区域性货

币合作，以打破对现有美元体系的依赖。⑤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金砖国家在反对美元霸权、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金

融机构中的份额权等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坚定而严厉的呼吁，在国际货币外

交舞台上的话语影响力不断增强。不仅如此，金砖国家还通过推进本币贸易

结算、成立金砖应急外汇储备机制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加强内部合作，以

实际行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作为金

砖五国中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在这些行动中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 

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机制是东亚区域金融外交的核心平台，随

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不断深入，中国正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介入东亚

货币秩序建设。中国借助“10+3”首脑峰会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平台，积

极出资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正式生效，并由来自中国

的魏本华担任该机构首任主任，一个中国作为核心领导者的区域性危机救援

机制正式成立并不断壮大。在中国的努力下，2012 年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

① 《IMF 通过份额改革方案  中国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第三》，中国新闻网，2010 年 11
月 6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11-06/2638998.shtml。 
② 《IMF 份额改革被美国延误  中国成第三份额国落空》，搜狐财经，2012 年 10 月 15 日，

http://business.sohu.com/20121015/n354850220.shtml。 
③ 《习近平 G20 峰会敦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加快 IMF 份额改革》，观察者网，2014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11_16_287100.shtml。 
④ 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第 77-98 页。 
⑤ 参见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载《当代亚太》2014 年第 1 期，第 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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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 1 200 亿美元翻番至 2 400 亿美元，而与 IMF 贷款条件挂钩的比例下降至

70%，独立性得到增强。① 

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 2013 年底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

“亚投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诸多“亲密盟友”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

在接受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期限（2015 年 3 月 31 日）之前，已有 57 个国

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② 预计亚投行将于 2015 年底投入运营。③ 这

一明显打上中国烙印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是中国不满美国主导的 IMF 和世

界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尝试进行国际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

它也展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拥有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 

不仅如此，中国还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努力推动区域性贸易和投资

的结算支付体系建设，扩大与成员国的本币贸易结算规模，推动上合组织开

发银行建立，不断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中国还在双边层次展开了积极的货币外交服务于人民币的崛起。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为起点，全面拉

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幕，从而迈出了降低美元依赖程度的实质性步伐。为

了服务这一大战略，中国在双边层次上与有着良好政治关系和密切经济往来

的周边国家、新兴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

初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货币伙伴网络。 

首先，货币互换外交构成中国人民币崛起外交的第一步。自 2008 年年底

首先与韩国开展本币互换之后，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中国先后与 28 个国家

（含欧洲央行）签订了本币货币互换协议，并且有多个协议续签和增资。其

中，中国与韩国、欧洲央行、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货币互换

规模都在 2 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的世界第三大货币互换网络开始形成，这是中国货币影响力不断扩大、他国

① 《东亚外汇储备库逐步脱钩 IMF  规模将扩容一倍》，载《第一财经日报》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20322/5785163.shtml。 
② 《亚投行创始国申请今日截止  美日仍未表态是否加入》，中国广播网，2015 年 3 月 31
日，http://china.cnr.cn/qqhygbw/20150331/t20150331_518185187.shtml。 
③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预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底投入运营》，载《21 世纪经济

报道》2015 年 3 月 9 日，第 5 版，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5-03/09/content_123064. 
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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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价值的信心不断加强、人民币需求不断增加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

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重要努力。 

其次，货币互换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基础，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

使用成为中国新的战略方向。从 2009 年起，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本币结算成

为中国货币外交的新重点；尤其是 2013 年以后，中国同时在多边和双边外交

框架下推动本币结算，并频繁将本币结算写入官方联合声明以增强法律效应。

目前，中国已与俄罗斯、韩国、印度等 30 个国家在外交层面共同推动本币结

算。通过开展跨境贸易本币结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使用量得以快速提

升，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① 

再次，本币结算的广泛推行直接引发了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与更多外币

可直接交易的巨大需求。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开始围绕货币直接交易展开外

交活动，并于 2014 年驶入快车道。目前，中国已与美元之外的韩元、新加坡

元、欧元、英镑等九种货币实现可直接兑换。这意味着人民币与这些货币之

间的汇率关系可以根据直接交易做市场报价形成，大大降低了对美元作为汇

率锚的依赖，直接削弱了美元作为中介货币的地位。 

最后，随着人民币被越来越多地用来结算、支付和直接交易，人民币的

清算机制急需成立，从而为人民币更大规模的使用提供便利。2013 年以来，

建立货币清算机制成为中国货币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先后与新加坡、

德国、英国等 11 个国家签署货币清算机制的备忘录，一个人民币清算的海外

网络初步形成。这大大便利了人民币的海外流通，也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

更加成熟的标志。 

中国与近 50 个国家开展的不同内容的双边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崛起搭建

了一个遍布全球的货币伙伴网络，从而构成了人民币崛起的重要政治基础。② 

除了这些双边货币外交之外，中国还大力推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功能的发

挥，特别是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自 2006 年 12 月人民币首先被菲律宾确定

为储备货币以来，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泰国的中央银行先后将人民币

①《人民币跃升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中国新闻网，2015 年 1 月 28 日，http://finance. 
chinanews.com/fortune/2015/01-28/7013725.shtml。 
② 参见李巍、朱红宇：《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战略支点国》，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27-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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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储备货币。据报道，目前至少有 40 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将人民币

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七大储备货币。① 而人民币成为日益

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将被证明是对美元体系的最大挑战。 

总之，从 2008 年之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不断告别“韬光养晦”、

“搭乘美元便车”的传统角色，开始变得“积极有为”，积极致力于推动体系

改革，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谋求更大的货币权力和货币利益。 

 
三、中国角色转变的动力机制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有

着强大的外部和内部动力机制：既有美元体系本身的不安全性，也有自身谋

求更大的国际货币利益和货币权力的内在需求。理解中国货币角色转变的动

力机制是理解今后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的重要基础。 

（一）外部动力机制：美元体系的掠夺性质 

美元体系本身的不安全性是中国由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依赖者转变为改

革者的深层原因，这种不安全性的本质在于美元体系的两面性：一方面，在

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稳定的美元能够扮演国际公益的角色；另一方面，在

美国经济处于下行状态时，其内在的掠夺性便暴露无疑。美元体系本质上是

一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关系，处于中心的美国和处于外围的其他国家在权力

和利益分配上都呈现高度失衡状态，这根本上源于美国对由美元的霸权货币

地位为其带来的超额经济利益和特殊政治权力的滥用。 

首先，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主要以铸

币税的形式表现出来。② 目前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钞超过 9 000 亿美元，大约

有 2/3 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这意味着美国向海外征收的存量铸币税至

少为 6 000 亿美元。一项关于美国铸币税的研究表明，美国平均每年能够获得

大约 250 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累计收益在 2 万亿美元

① 《人民币目前为全球第七大储备货币》，人民网，2014年 10月 23日，http://finance.people. 
com.cn/n/2014/1023/c1004-25891863.html。 
② 所谓铸币税，是指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超过货币发行成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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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① 

而铸币税的另一个变种就是“通货膨胀税”（inflation tax），其实质就是通

过超额印刷美元，制造美元的对外贬值和对内通胀，来压低其他国家持有美

元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美国的对外负债。美国每年要向各储备国付息 3%

左右，因此只要使通胀率达到 3%，就相当于自动抵消了美国的付息。美元作

为国际首要货币，使得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代表的财富价值，实

现财富的国际转移。在过去，美国每在关键时刻就会采用输出通胀、美元贬

值的办法，把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②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

称其为转嫁权（power to deflect）。③ 正因为如此，“通货膨胀税”甚至被认为

是“最后的库收”（revenue of last resort），④ 它也是货币霸权国最容易滥用且

危害最大的一种特权。2008 年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推出多轮量化宽松政

策对外转嫁经济调整成本，也是美国滥用货币霸权的显著一例。⑤ 

此外，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维持长期的和规模较大的国际借

贷。这种特权被科恩称为“拖欠权”（power to delay）。⑥ 美国从 1971 年成为

债务国，2009 年负债升至创纪录的 11.46 万亿美元。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在

储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总体经济的稳定，就是源于以美

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可以依靠别国的储蓄来消费和发展。⑦ 

其次，美国凭借美元的霸权货币地位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一是通过定

价权控制国际战略性资源（比如石油）带来的资源性权力，⑧ 二是其他国家

对美元依赖为美国带来的操控权。美元可以利用其作为计价货币的地位，通

过控制货币数量影响商品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控制市场价格的权力。最典型

① 张明：《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际金融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5 页。 
②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p. 569. 
③ Benjamin J. Cohe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 in David Andrews, 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6-49. 
④ Charles A. E. Goodha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tary Union,” in Peter B. Kenen, ed., 
Understanding Interdependenc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Ope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2. 
⑤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 年第 3 期，第

59-60 页。 
⑥ Cohe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 pp. 41-46. 
⑦ 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⑧ 龚刚：《人民币突围》，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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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需求锐减和对未来的经济

预期悲观，国际石油价格由 2008 年 7 月的每桶 147 美元下跌到 2009 年 2 月

的每桶 33 美元；但随后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经历

了新一轮大牛市，从每桶 33 美元一路飙升到 2011 年初的每桶 110 美元。在短

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油价的大幅涨跌几乎不是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而完全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正是因为美国享受了国际货币的巨大权力和利益，但往往未尽到其作为

国际货币发行国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的责任，反而成为破坏世界经济秩序

的始作俑者，近年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尤其是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以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更加凸

显，世界各国对美元愈发不信任，联合国、G20 和新兴经济体等国际行为体先

后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关于取代美元作为首要

国际货币的巨大舆论。① 

与此同时，世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需求不断增加、升值期望不断上

升的人民币，关于人民币是否会成为国际货币的讨论源源不断。而美国也从

另一方面希望人民币承担更加重要的国际职责。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② 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

缓解美国和世界经济失衡的压力，并因此要求中国“下车”。这种国际环境的

变化使得中国难以再享受美元体系的“红利”，反而受到胁迫和损害，“下车”

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二）内部动力机制：中国的战略和利益需求 

除了美元体系本身的缺陷外，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是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

①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著：《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

改革》，江舒译，新华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2003−2009 年间，美国不断提出指责中国长期压低人民币汇率、要求中国政府大幅升值

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并且通过举行国会听证等方式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通过制造

“人民币威胁论”、“中国产品威胁论”等舆论和对中国发出严厉警告、征税报复等政治

和经济手段，在双边及多边外交平台上向中国施压。2009 年年初以来，美国通过多轮量

化宽松政策引发的货币战争，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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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国内经济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获取更多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利

益所作出的理性战略选择。 

第一，促使中国改革美元体系的根本内部动力在于中国对于深陷“美元

陷阱”所带来的货币和经济安全的担忧。① 这种担忧既有对整个国际经济秩

序的担忧，包括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断上升的负债、不负责任的货

币政策，可能影响全球货币的稳定，也有因为过于依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

对中国自身经济安全的担忧。 

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持有美元储备规模日益庞大且与日俱增

的同时，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安全成本，尤其是当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对

外转嫁危机的时候。中国对美元资产的单方面支持使自身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减少对美元储备资产的依赖。② 这是中国政府开

始积极寻求摆脱对美元体系依赖的最大动力。在政治上，由于中美战略竞争

态势日益明显，③ 中国将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有可能

成为一种“金融人质”，成为中国对美关系的关键性战略制约。 

第二，这种担忧还来源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骤然增大，中国在搭美元

体系的便车时所付出的费用越来越高昂。首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

非居民持有者，事实上向美国政府缴纳了极高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④ 尤

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先后出台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使中国

面临外汇储备严重“缩水”的风险。其次，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

国，对美元体系的过度依赖给中国企业的外贸活动带来了日益巨大的汇率风

险和汇兑成本，而美元作为国际中间货币，却获得了巨额收益。⑤ 再次，对

美元作为驻锚货币的依赖，约束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根据保罗·克鲁

格曼（Paul Krugman）于 1998 年提出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① Eswar Prasad, “The Dollar Tra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ecember 2013, Vol. 91, No. 12, 
pp. 40-40. 
② 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Lardy, “China’s Role i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Working Paper, No. 05-2,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 9. 
③ 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 年第 1 期，

第 25-53 页。 
④ 参见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第 92 页。 
⑤ 以美元兑换人民币为例，银行按交易金额的 1.25％收取汇兑费用。若人民币可用于跨境

贸易结算则可减少其中一次兑换并节省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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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

现。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而言，为增强政府对国内经济的治理能力，

中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不是单方面追随美国的货币政策。 

第三，促使中国成为美元体系改革者的另外一个内部动力就是经济崛起

的中国也存在对更高货币权力的诉求，因为货币地位关乎政治权力。② 回顾

国际货币史，无论是英镑的崛起还是美元的替代，都是源于国际政治权力结

构的改变。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名义 GDP 一直以 8%以上的增速稳定持续

增长，并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

此，有预测认为到 2020 年，中国的名义 GDP 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经济体。③ 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也增长

迅速，截至 2013 年已经达到 12%，位列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快速迈向世界经

济大国的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却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十分不相符。 

人民币打破既有的国际货币格局，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不仅

可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为中国赢取庞大的权力资源。这种

权力资源包括体现于国际社会中地位和尊重的身份性权力、主导国际货币政

策协调的操控性权力、④ 享有独立货币政策的资源性权力以及作为国际驻锚

货币地位的依赖性权力等。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是中国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总之，对于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人民币不是一种国际货

币也成为阻碍中国由一个贸易大国成长为金融大国直至走向政治大国的关键

性制约因素。中国因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所承担的安全风险、付出的经济成本

和政治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却越来越小，这促成中国转变货币战略，成为

国际货币舞台上一个备受瞩目的改革者。 

①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99, Vol. 
78, No. 1, pp. 56-74. 
② Philipp Hartmann,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Dollar, the Yen 
and Eu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③ 数据来源于《EIU 各国竞争力指南库》，转引自张群发：《美元霸权和人民币国际化》，

载《经济经纬》2008 年第 2 期，第 44 页。 
④ C. Randall Henning, “The Exchange-Rate Weapon and Macroeconomic Conflict,” in David 
Andrews, 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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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推动体系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已经愈发突显，其

改革意愿和改革能力在今后只会更加强烈。总体来看，中国面临着体系内改

革和体系外改革两种路径。鉴于美元体系的路径依赖和美国综合实力的领先

性，中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相反会面临着许多困境和

挑战。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政治领导和外交动

员能力的考验。 

（一）体系内改革：利用既有制度约束美元霸权 

所谓体系内改革，即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框架下，对与国际货币相

关的制度进行渐进式改革，进而约束美元霸权。这具体包括两种途径：一是

在 IMF 的架构下，培育超主权货币，分散和削弱美元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

二是通过发挥和强化既有制度体系特别是 IMF 的监督功能，对美元的发行进

行国际监督。 

第一，将 IMF 改造成一个超主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来发行一种全球共

同货币，这是解决美元滥发问题的根本途径。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来自

英国的谈判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倡议缔造一种超主权的货币“班柯”

来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而在实践中，1969 年诞生的由 IMF 创设的 SDR 作为

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就是一种超主权货币的雏形。此前在中国持续的

外交努力下，IMF 于 2009 年增发 2 500 亿美元 SDR，其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国家获得 1 000 亿美元。① 通过进一步提升和发挥 SDR 的国际货币作用，使

之与美元共同承担世界货币来分散美元的超级特权，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国际

货币体系改革办法。 

但目前要建立一个“SDR 体系”，将 SDR 发展成为世界货币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首先，SDR 的货币篮子构成存在缺陷。在 SDR 的一篮子货币计

价方式中，美元占 41.9%，欧元占 37.4%，英镑占 11.3%，日元占 9.4%，② 货

① 《SDR 增发方案出炉  新兴国家分得千亿美元》，中国证券网，2009 年 7 月 21 日，

http://www.cnstock.com/08haiwaigs/2009-07/21/content_4447576.htm。 
② 2010年调整前一篮子货币组成中四种货币所占比重分别为，美元44%、欧元3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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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构成的代表性不够，无法反映全球经济格局中各个经济体的权重，SDR 作

为世界货币的中立性也被削弱。其次，SDR 的供给和分配次数过少、分配方

式的不合理也满足不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造成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再次，SDR 在国际市场中狭小的份额和十分有限的实

用性，导致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显得无足轻重，难以对各国产生吸引力。 

针对 SDR 现存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SDR 必须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首

先，推动 SDR 货币篮子计价方案、发行和分配方式的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 SDR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提升人民币在其中的影响力，推动 SDR 定期增发，

扩大其作为储备资产的用途。其次，提升 SDR 的实用性。推动各国 GDP、国

际贸易和投资、大宗商品和金融产品等的 SDR 计价，扩大 SDR 在政府官方和

私人领域结算功能的使用，鼓励 SDR 头寸借贷，推进 SDR 利率每日计价。再

次，推动 IMF 进行实质性改革。① 加强 IMF 职能和管理的独立性和透明性，

推进 IMF 治理结构改革，尤其是投票权份额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力，推进 IMF 决策机制改革，使 IMF 具备在危机时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以

成为一个真正的管理全球信用的“全球中央银行”。 

第二，在国际制度的层面尝试对美元建立硬约束，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接

受全世界的监督。这种方案的实质就是承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

位，沿袭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对美国货币发行当局施加有效监管，通过国

际制度的设计使美联储成为世界央行，最理想的状态则是让其他国家代表参

与美联储事务，并担任美联储的理事，从而使美联储的货币发行符合全球各

个群体的利益，而不仅仅只迎合美国的单边利益。这一路径只具有理论上的

可行性，因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是无政府状态的。美

国只想更多享受国际货币的好处，更少承担国际货币的成本，因此不会愿意

将美联储发展成为世界央行，而世界各国也不愿意接受美联储作为世界央行。

技术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即便在国内也备受争议，更何况建立一种精巧的

国际制度来确保美联储的货币发行符合全球各个群体的利益。 

（二）体系外改革：利用多元货币制衡美元霸权 

11%、日元 11%。 
① [美]罗伯特·阿利伯：《新国际货币游戏》，刘战兵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01-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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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体系外改革，即通过国际货币多元化来制衡美元霸权，也就是支持

多种货币共同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防止国际市场过于依赖一种货币，通过

来自货币同侪的竞争压力以对美元进行制衡和监督，以约束美国货币霸权滥

用的限度。国际货币多元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不至于使国际货币市场形成

对某种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路径依赖，从而降低市场行为体改变国际币种使

用的成本。① 

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所带来的多种货币竞争的关系，将使得美国货币发行

当局不得不保持谨慎，进而对美元滥发形成有效制约，否则一种货币相对于

其他货币的超发都将导致本币贬值、通胀上升，将使得市场行为体很容易使

用其他货币进行替代，进而导致该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国

际货币相互竞争的格局给储备货币发行提供了新的约束机制，从而有可能形

成竞争制衡的新格局。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就

明确指出，一个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对美元

单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进，因为多元货币体系将对国际货币发行

国施加更大的纪律约束。② 

欧元自诞生以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货币的国际地位，并在很多方面

展现出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能力和意愿。从经济实力和贸易规模上来看，目

前欧元区基本实现了经济的稳定繁荣，它的出口是美国的两倍，且拥有高度

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规模庞大的债券市场；从中央银行的表现来看，欧洲中央

银行一直坚定保持欧元币值稳定。但 2010 年欧债危机也暴露出欧元区面临的

内部发展差异和制度设计等问题，以及欧元缺乏强有力政治领导的缺陷。欧

元未来的成长历程将充满坎坷，其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格局中制衡美元霸

权的重要一极，德国能否发挥区域政治领导力团结其货币伙伴，对欧元进行

更好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成为欧元能否发挥制衡美元作用的关键。 

由于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同时英镑限于其有限的经济规模也难以成为主

要国际货币，因此，在欧元之外，唯一可能与美元竞争国际货币地位的只有

① Masayuki Tadokoro, “After Doll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 No. 
3, 2010, pp. 425. 
② Barry Eichengreen,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Policy Paper, Berkeley, 
January 2010, p. 7, http://emlab.berkeley.edu/~eichengr/renminbi_international_1-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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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这表

现在中国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和排名世界第一的国际贸易规模。不仅如

此，在过去六年时间里，中国政府还进行了积极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国际化

夯实政治基础。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可谓日新月异。2013 年，中国以人民币结算

的对外贸易额达 4.63 万亿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18%，而在 2010 年时这一数

字仅为 3%。①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不发生重大逆转，人民币有可能在未

来十年里，成为一种占据相当份额的国际货币，进而发挥对美元的制衡效应。 

但是，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能与美元和欧元地位媲美的国际主要货币，

除了经济条件特别是国内的金融改革之外，还取决于未来十年中国能否在国

际舞台上有效地发挥政治领导力。这种政治领导力更加依赖于中国对软实力、

巧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运用，其中包括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国际组

织中的动员能力。 

首先，中国需要提升自身软实力，以加强政治公信力。这种软实力不仅

是依赖于空洞的舆论宣传，而是扎根于实际的国际信誉和真实的国际形象，

以获取他国对中国的尊重和信任。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如何塑造一个“国强而

不霸”的形象，对自身的权力欲望进行严格约束，以真正赢得伙伴的追随，

这是对中国智慧的重大考验。此外，中国能否进行深入的制度改革，包括走

向更加民主开放的社会以及改变重商主义的国际形象，牢牢建立他国对于中

国遵守国际多边规则的信心，对于中国的货币抱负十分重要。② 总之，货币

的信心关乎对一个国家总体的信心和信任。 

其次，中国需要提升自身的巧实力，这种巧实力的发挥有赖于中国作为

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抱负，在利益分配上就不能完全依据锱铢必较的

原则。具体到货币领域，中国应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让周边国

家和中小国家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好处，同时应该主动参与到各种国际危机

①  《人民币正逐渐被全球接纳》，载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4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zaobao.com/ finance/comment/story20140720-367956。 
② [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大预测》，倪颖、曹槟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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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机制的建设中，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各种区域性金融机构建设中发挥更积

极的领导作用。只有更加积极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增强中国的

国际动员能力，进而争取到更多的货币伙伴，并推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货币

制度安排。 

最后，中国也有必要加强政治强制力的建设。尽管在人民币崛起之初，

中国政府应该对这种权力的展示保持高度的节制，但强制力仍然是国际货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后盾。在过去，作为弱者的中国，还不习惯于在国际

领域实施强制力，中国有限的强制力实施都被运用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等

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方面。近年来，中国开始在经济领域实施强制力。在频

繁爆发的经济战中，中国开始使用报复手段，2013 年针对欧盟的光伏倾销案

就是典型一例。在未来的货币战中，中国需要学会使用政治强制力来保卫人

民币的国际地位。但这种力量的使用必须建立在政治公信力和政治向心力的

基础之上，任何单纯依赖强制力得到的东西都注定不会长久。历史经验已经

证明，穷兵黩武和过度扩张，都难免衰落的命运。① 

总之，人民币的崛起对于美元体系而言，是一股重大的体系外力量。在

人民币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必须做好围绕国际货币地位可能进行的国际政治

博弈的准备。尽管最初美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冷眼旁观，甚至会在一定程度

上乐见其他货币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和义务，以使美元政策获得更大的灵活

性，② 但随着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形成一定规模，特别是开始出现对美元的替

代效应，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势必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人民币

国际地位的上升。因为对美国而言，除了军事优势地位之外，其次重要的就

是美元的优势地位。中国在货币崛起进程中如何与美国达成谅解，一方面让

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币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能力应

对美国对人民币可能施加的各种压力，并最终促成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

系，这考验着中国货币外交的智慧。 

① 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有力阐述，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 
② 在美国，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因为建立在美

国巨额贸易赤字和一味维持强势美元基础上的美元国际地位不利于美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

整，代表人物就是伯格斯腾，参见 C. Fred Bergsten, “The Dollar and the Deficits: How 
Washington Can Prevent the Next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6, 2009, pp.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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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下的政策需要，通过搭乘美元体系的便车，中国享尽了“红利”，实现了促进

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从

既有体系的依赖者转向改革者。中国国际货币姿态的调整，既是在当下美元

体系饱受国际诟病和质疑的背景下，积极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浪潮的现实

需要，又是经济崛起之际的中国为规避货币风险，追求更高国际货币地位的

主动选择。 

过去六年时间里，中国在全球、地区、双边多个层次展开了积极有为的

货币外交，以助力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由于中国的国内制度阻碍以

及现有体系对霸权货币的路径依赖效应等因素，中国的体系改革之路，无论

是体系内改革还是体系外改革，都并不平坦，必然面临各种困难。未来如何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一个货币大国的形象，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基础实力的考验，

更是对中国政治领导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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